牛津大学章程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管办分离”的启示

严蔚刚

【摘要】:牛津大学章程分为“教职员大会章程”和“枢密院会议章程”，前者只需由学校教职员大会同意即可生效，后者还需要由枢密院批准方能生效。“枢密院会议章程”主要对学校核心管理机构、学术人员权益和学校财力保障进行了规定。“教职员大会章程”则包括了大学内部学术机构的自主设置、内部各项事务的自主决策、行政管理人员的自主聘任、学位文凭证书的自主授予等，充分反映出牛津大学具有广泛的自主权。两类章程的划分，实质上是英国高等教育“管办分离”的缩影，对我国高等教育正在探索“管办分离”，明晰政府与大学的权力边界、改革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以及规范章程文本表述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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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世界上一些知名大学十分强调办学自主权，其与政府间的权职划分也比较清晰。笔者从牛津大学章程研究的视角对“管办分离”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大学建设有所启示。

    一、牛津大学章程的内容

    大学章程是一所大学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大学与外界以及大学内部的各种关系。透过大学章程，能够看出一所大学的治理情况。牛津大学的章程同样反映了大学与外界以及大学内部的各种关系。牛津大学近几年在内部关系，特别是学校与学院的权力分配方而有很多争论，在此不做讨论。笔者关注的是牛津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这种关系并没有在章程中直接表述，而是通过章程中的规定，如部分章节需要枢密院(内阁)审议通过方为有效来表明牛津大学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

    牛津大学章程中的序言部分对大学和政府权力关系做了回顾和说明。

    1964年，牛津大学任命了一个在弗兰克斯领导下的委员会，它以政府《罗宾斯报告》的形式对大学进行了综合审查，并为改革提供建议，包括大量对章程进行改革的重要建议，同时建议新章程应当提交枢密院以获取批准。牛津大学实际上几乎全部采纳了弗兰克斯对章程的建议，但没有采纳所有的章程都应该送给枢密院审查这一建议。在1966年10月至1967年1月之间，当时的执行秘书代表大学，与戈弗雷阿格纽先生——枢密院职员之间互相通信，信件在确保枢密院继续对牛津大学一些重要事项进行监督的同时，承认了大学持续享有的通过、修改和撤销它的一些章程而无需得到枢密院同意的权利。

    1997年至1998年，由牛津大学任命的、以当时的副校长皮特·诺斯为主席的委员会，提出大学章程需要进行实体修改，因为章程自身由于不必要的细节而成为负担，整体需要以一种更可被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制定。于是，牛津大学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现有的所有立法，并以一部全新的章程取代。章程于2001年11月11日由大学教职员大会通过;需要由“枢密院’，通过的章程内容在2002年4月17日由枢密院通过；这就是牛津大学现行的章程。由是，可以将牛津大学的现行章程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由大学教职员大会通过，而无需由“枢密院会议”通过即可生效的内容——为方便起见，笔者将这一部分内容称为“教职员大会章程”;另一部分是由大学教职员大会通过，但同时须由“枢密院会议”通过方可生效的部分—这一部分叫做“枢密院会议章程”。

    现行牛津大学章程由序言和十七个章节组成。其中“枢密院会议章程”在第四章第二条第二款中做出了明确规定。原文如下：

    A  decision  taken  by  Congregation to amend, repeal, or add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statutes shall not take  effect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Her  Majesty  in Council:

      Statute I

      Statute III

      Statute IV (sections 1-4 only)

      Statute V (section 1 only)

      Statute VI (sections 1一18 only)

      Statute  XII

      Statute XV (sections 1-6 only)

      Statute  XVII

    上文可翻译为:“教职员大会做出的修改、撤销或者补充下列任何章程的决议，没有得到枢密院会议的批准，不能发生效力：章程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仅1-4节)、第五章(仅第1节)、第六章(仅1-18节)、第十二章、第十五章(仅1-6节)、第十七章。”

    此外，在第四章第二条第三款中，规定了第十六章的“D部分:信托”也属于枢密院会议章程。

    这样，牛津大学章程中共涉及9个章节的内容为枢密院会议章程。

    在上述九个章节的正文之前，都会有这样的字样—"This  Statute   is  a   `Queen -in -Council'statute."(本章是枢密院会议章程)[4]或者这样的字样—"Sections 1-4  are `Queen -in -Council'statutes."(第1-4节是枢密院会议章程)[3〕。这里的"Queen -in -Council"  statutes和前文中的“the  approval of Her Majesty in Council"(枢密院会议的批准)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英国枢密院(Her Majesty's Most Honourable Privy Council，全称女王陛下最尊贵的枢密院)是英国君主的咨询机构。当君主遵照枢密院的建议行事时，一般会称之为“国王会同枢密院”( Ding-in-Council )或“女王会同枢密院”(Queen-in-Council ) 。

    英国枢密院历史上具有很大的权力，但今大的枢密院就像君主一样是礼仪性的，只有建议君主接受政府法令之类的礼节性权力和职能。枢密院的权力绝大多数都移至政府内阁。所以，牛津大学的“枢密院会议章程”实质是由政府内阁审议批准，然后冠以枢密院的名义发布而已。因此，牛津大学章程中的“枢密院会议章程”，可以看成是大学与英国政府的分权行为。

    下而，我们对这两部分章程做一细致考察。内容均来自于牛津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牛津大学章程[5]n

    二、“枢密院会议章程”分析

    “枢密院会议章程”共涉及9个章节。具体章节和主要内容梳理如下(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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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表1的几点说明:

    第一，关于前言。前言十分简短，但比较重要，阐明了牛津大学的性质、目的等。牛津大学是根据普通法成立的民事组织，主要目的是通过教学、科研促进学习的进步和知识的传播，章程应当与这些目的相一致，而不得与其相冲突。

    第二，关于大学评议会。牛津大学评议会由所有以前的大学学生成员以及教职员大会成员等组成，其职能是选举校长和诗学教授(professor of poetry)。牛津大学校长和诗学教授都是具有象征意义和荣誉性质的职位。评议会历史上拥有很大权力，但近几十年它的权力几乎完全被取消。前文提到的弗兰克斯委员会推荐的牛津大学章程，于1969年生效，“历经了约700年之后，大学评议会的立法权限最终被取消，它的职能被局限在传统上的校长选举以及教职员大会为其确立的义务的履行。在此之后，分派给大学评议会的唯一其他职能就是选举诗学教授”。可见，评议会只是与一所大学的象征有关。这种象征在英国这样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里，自然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一章仍然需要“枢密院会议”通过。

    第三，关于教职员大会。教职员大会是牛津大学最高立法组织。其权限包括对章程修改做出决议，对理事会提交的其他决议做出决定，批准副校长的任命、授予学位等等。教职员大会的成员包括校长、副校长、高级管理人员、督导，所有学院、团体的领导，管理机构成员等10类人，均由现任岗位和曾经身份决定，规定得十分明确。教职员大会关系到牛津大学的重要权力布局，“枢密院会议”自然需要纳入其监管范围之内。

    第四，关于理事会。理事会掌握着牛津大学的行政管理实权。“理事会应依据章程，对大学目标之推进、大学行政管理、大学则务及则产之管理负责，并且应具有履行这些职责所必要的一切权力。”章程规定理事会的人员共有25人，由各方而代表组成，能够充分体现“利益枚关者”各方的权益。

    第五，关于学术权力的保护。章程的第十二章“学术人员和检查委员会”规定得特别详细，又分为A到H八个部分，包括了裁员、检查委员会、惩戒、解雇、离职、申诉程序等若干内容。这一章的开头部分明确指出木章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学术人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学术研究和实验，能自由地提出新的观点和有争议的或不受欢迎的意见，而不会因此处于失去工作或特权的危险境地”。学术人员在牛津大学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学术人员的权益，不仅靠大学内部教职员大会的认可，还有“枢密院会议”在校外又加了一层保护。

    第六，关于学校的则务和资产。则务关系是大学与学院之间关系的核心。牛津大学的学校和学院的关系就像美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那样采用联邦制形式，学院是牛津大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办学实体，拥有几乎完全独立的则权，而学校却更像是一个“空架子”。为了解决大学则力不足的问题，早在1877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了《1877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法案》，法案明确规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收入不足以使其充分地履行所承担的职责。为了用于大学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深化和改善文科、科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的教学，有必要制定条款，要求每所大学的学院从其收入中拿出一大部分贡献给大学。”正是根据这一法案，牛津大学设立学院捐赠基金。

    “枢密院会议章程”中确认了牛津大学的36个学院，其实这与政府对学院的拨款以及学院捐赠基金都有关。英国政府向大学拨款，是通过一个中介组织—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负责向大学分配教学和研究公共资金。来自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拨款，直接分配给有关学院。学院按照所占用的资源，再上交一部分资金给学校，成立学院捐赠基金。学院捐赠基金除了供学校行政经费开支外，还可用于帮助接受捐赠较少的学院。

    此外，“枢密院会议章程”还规定了信托资产的管理、投资及其收益处置的有关权力主体和规则修订程序。这也是为了加强对大学资产的监管。

    三、“教职员大会章程”分析

    牛津大学章程中的“教职员大会章程’，的章节和主要内容见表2}

[image: image2.png]T2 HRAS IO RRAKRHE KRN

i
B KRS B

EETT
ALK R G535 K

ETETrEey
-8 1)

T R L R A& B
5

A EE B R AR

S R BERUK A B
LB, S B LI 0

BAEEQ-E) G
R e
oz i 02 09 6 SR TR

LW RO FE EE
PRI

[ L e

ST TR TR
I RRUR Lt

R B R B B

T KA AR

WA, BAEH (the High
Stoward) BB K (F S0 B2 30
R

B LI

AT SR 0 6 K
W

Bt ks

SRR R AR I
e R L

Bk = A
3y

2 LB R TR
K A

B KRR
RS

P T R T VR TN
S O A A

B AR R
FRIEST-12 W)

S BN 0 T O

Bk M AR
(AB.CE)

T R T e
A





    对表2的简要说明:

    第一，学校一些主要权力机构的具体操作实施，由学校自主决定。如，教职员大会的主席设置、大会的程序设定、理事会的具体运作等等。

    第二，学校内部机构的设置，由学校自主决定。包括学术机构、学部、学部分支机构、系以及继续教育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等教学科研辅助机构等。

    第三，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由学校自主决定。包括校长、副校长在内的大学主要领导，都是由学校按既定规则和民主程序产生。

    第四，大学的学位、文凭由学校自主授予。

    第五，大学的纪律，包括对学生和教师的一般性纪律要求，以及违纪处理和上诉程序等均由学校自主决定。

    第六，大学的内部资产管理、对外签订合同等与学校则产有关事项，主要由学校自行决定。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上文对牛津大学章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牛津大学在章程中明确区分了“枢密院会议章程”和“教职员大会章程”，即区分了哪些内容需要由枢密院同意批准，哪些内容可以由学校通过教职员大会的方式民主自行决定。

    第二，“枢密院会议章程”主要体现了三个方而的内容:(1}通过对大学评议会、教职员大会、理事会的职责的监管，保障大学的上层组织架构顺畅运转，这也是保障大学办学质量的重要抓手;(2}通过对学术人员权益的充分保护，保障大学的学术性木质，从而保证大学的优秀品质;(3)通过对学校则力的投入和保护，保障大学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一所大学能够健康运转的基木要素，主要体现在人力、则力和管理力上，“枢密院会议章程”主要作用于对上层管理机构、学术人员和学校则力的保护和监管，可谓是抓住了大学发展的根木要素，恰当地体现了政府对一所公办大学的管理责任。

    第三，“教职工大会章程”通过对大学内部学术机构的自主设置、内部各项事务的自主决策、行政管理人员的自主聘任、学位文凭证书的自主授予等，充分反映了牛津大学具有广泛的自主权，也反映出牛津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这一部分从另一个侧而说明，英国政府在介入大学管理的问题上采取了谨‘滇、适度的方式。英国政府对大学的调查报告的起草和发表、对大学有关法案的制定和颁布，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酝酿，充分尊重大学的意见，十分注重维护大学在内部具体事务上的自治权利。

    我国高等教育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政府的作用可以在所谓的“起促进作用的国家”和“起干预作用的国家”之间进行选择。“起促进作用的国家”是指一个政府赞同高等教育为那些具有正式资格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并不实际指挥高等学校的核心事务，如参与的模式、内部的管理、学术计划的开发和权力等方而的政策。“起干预作用的国家”是指一个政府积极地卷入试图影响诸如学生产品的性质、学校内部事务、大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而的工作。用这个标准衡量，我国政府似乎兼有“促进作用”和“干预作用”。近些年，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得到了较好落实，但高校仍然普遍感到办学受到了限制，要求教育主管部门进一步放权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但对于具体放什么权的问题又说不太清楚。笔者认为，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权力划分失之于模糊与笼统，权力交叉普遍存在，既有高校在很大程度上“自主”的现实，也有教育主管部门通过不同方式一定程度上“插手”的事实，所以教育主管部门认为已经放权了，但高校又觉得不很顺畅。归总起来，还是由于“管办不分”造成的。

    从牛津大学章程的规定中，能够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从章程的文木表述角度看，我国大学的章程可以借鉴牛津大学章程，明确规定哪些内容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哪些内容由学校自身自行决定。目前我国大学已有的章程，无一例外都是由大学自身制定，然后由大学内部组织机构，或者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学校党委全委会，或者校内党代会审议通过，最后由教育部或省、市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案。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的仍是整个章程文本。

    其次，从权力界定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还需要对各权力主体的权力边界做细致的研究与分析。就政府对大学到底应该管什么的问题，需要不断地进行抽象和概括，最后形成几个主要方而，在法律、法规和大学章程中加以明确。

    目前《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大学的7项自主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规定了大学有7项自主权。这些规定和内容对大学更好地行使办学权力、推动大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明确规定政府对大学具有哪些方而的监管权力，除此之外，即没有明确规定为政府行使的权力的，都在大学的自主权范围之内。因为，“大学自治、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鲜明特征，“大学自治”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即使是公立大学，政府对大学的权力也是有限权力，这种有限权力半径还在缩小，更趋向于宏观调控和间接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详细规定大学拥有多少自主权，倒不如明确规定政府拥有什么监管权。

    政府到底应该拥有什么监管权呢?从牛津大学章程中，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政府作为大学的举办者，首要任务是保障大学的健康发展.政府需要对影响大学健康发展的根本性要素进行监管，主要包括:大学的顶层权利配置与规定，现阶段即需要明确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和完善党委与校长的产生与职权;大学教授权益和学术权力的保障，现阶段即需要强调教授治学和学术自由;大学的则力投入保障和资产宏观监管等，即需要明确则力投入渠道、方式和激励机制，并对学校的国有资产进行宏观监管。

    第三，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还需要对既往的资源配置机制和方式进行改革。笔者认为，影响章程文木表述和大学与政府间权力界定的深层次原因，还是与利益密切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过度强调行政木位，主要依靠计划手段，在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及有关部门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中介机构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计划指标成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这些容易导致资源配置过程中行政权力膨胀，教育决策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欠缺，教育体制机制比较僵化、缺乏活力圈。所以，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简政放权的步伐，以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为重点，约束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过度膨胀的权力，扩大教育资源配置的社会参与，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学校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落实和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